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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县文广旅体局主办了一个

主题为“深入挖掘淳安文化，提升淳安文化

软实力”的座谈会。尽管不巧患感冒，笔者

还是按时参加了。与会人员来自党史办、

党校、文联、文广旅体以及部分乡镇党委书

记和分管领导等。大家的发言都很真诚，

有的还很有个性，激情飞扬；乡镇领导则语

接地气，对乡村文化现象喜忧参半，中肯实

在，是那种“当家始知柴米贵”的感慨与深

刻。这些之于我多有启发和感触。记忆中

类似的座谈会近十余年来参加过多次，对

此我也认真思考过、梳理过、探讨过。但始

终没有一个确定的认识，暂时没有结论也

无妨，姑且算有感而发吧。

一

文化虽包罗万象，但语境是有源流之

分的。文化离不开人类生活，若追本溯源，

考古学意义上的文化，当属“源”文化范畴，

它们是指属于同一时代，分布于共同地区，

并具有共同特征的一群遗存。

拿浙江史前文明谱系源流为例，有嘉

兴南湖马家浜文化、余杭良渚文化、余姚河

姆渡文化、萧山跨湖桥文化、浦江上山文化

等。上山文化遗址是2000年以后发掘的，

据测定距今一万多年，是跨湖桥文化的源

头，也是我省已知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遗址。可见钱塘江上游不仅仅是河流的源

头，同时也是文化的源头。

淳安文化虽然没有考古报告证明，但

从境内发现的玉琮、玉钺以及陶器的鱼鳍

形鼎足、T字形鼎足，生产工具则有石斧、

石犁、石耨、有段石锛等，皆具有典型的良

渚文化特征。可见，淳安的文化类型与良

渚文化相同。不要小看了这些特征，中华

民族号称五千年文明史，但真若让你拿实

物去证明五千年文明，不知道愁苦了多少

考古学家。良渚文化以其真实完整的古城

遗址、功能复杂的水利系统和等级分明的

葬制等，一一实证了长江流域史前生活稻

作农业发展的高度，并且填补了《世界遗产

名录》东亚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址的空

缺。去年七月终于成功申遗。

二

近年来，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文化建

设，曾与《钱江晚报》联合，推出关于“新安

文化”系列文章50篇。我是审稿组成员之

一，每篇文章见报前都要通过我们审看，说

实话，印象深刻的文章不多，讲故事的则不

少，新安文化不能靠故事来支撑，需要令人

信服的实证史料。

新安文化是从新安江流域来界定的文

化，不是考古学意义上的文化。在考古工

作中，发现某几种特定类型的器物，经常在

一定地区的某一类型的居住遗址或墓葬中

共同出土，这样一群有着特定组合关系的

遗存，即可以称之为“某某文化”。由于它

们总是共同存在于同一文化层或是墓葬

中，表明它们属于同一时代。一个文化不

能由一种特征来划分，只有许多特征的总

合，才能把一个文化和另一个文化区分开

来。新安文化缺乏考古实证，只能属于泛

文化概念。

既然从流域来界定文化概念，避免不

了上、中、下游文化的比较。淳安恰好居中

游，上游是徽州地区，下游是建德地区。新

安江流域上、中、下游文化的共性和差异性

在哪里？需要我们去对比研究。有人提出

“建德人”牙齿，以此来证明新安文化。这

枚牙齿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研究所会同浙江省博物馆专家，于1974年

冬，在建德李家镇新桥村乌龟洞发掘的，同

时发现的还有大量古脊椎动物化石。“建德

人”牙齿尽管距今约十万年，也只能说明那

时已经有人类在此生活，严格地说它们没

有文化属性。文化除了反映人类的生存状

态，还有人类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生产

工具、生活器皿、生活设施、宗教信仰等等。

这次座谈会上有人提出诸如睦州文

化、严州文化和淳安文化的概念，这是从地

域来界定的文化概念，与新安文化概念只

有范围的大小，没有本质的不同。

三

了解一个地方的文化，我觉得是有门

径可寻的，那便是想办法了解那个地方的

历史人物。

古人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话蕴

含着逻辑的某种必然性。这个“一方人”既

有时代的烙印，也有地理环境和地域文化

的烙印。我前几年写过一篇散文，题目叫

《淳安人》，里面就剖析了淳安人与遂安人

的性格特征，包括语言、习俗、脾气和行为，

特征非常鲜明。淳安人与遂安人性格特征

如此，何况是安徽人与建德人呢？

文化并不神秘，它就是我们的日常生

活。文化的核心是人物，是人物在历史上

的活动轨迹，是一个个人物的活动轨迹，构

成了一个个文化现象。文化虽不是摆设，

但它却是有坐标有排场的，文化的坐标和

排场靠人物去定位和支撑。这就不难理

解，各地争抢历史名人的动机。比如说美

人西施的故里，诸暨人说是诸暨人，萧山人

说是他们临浦镇人，而且都有考据文章作

佐证。北宋农民起义领袖方腊也一样，淳

安人说是威坪人，安徽人说是歙县人，寻谱

索隐还出版了书籍。围绕着名人展开的各

种争论，从来没有停歇过。就连某个名人

在某个场所写的某首诗（如朱熹在瀛山书

院写了《咏方塘》诗，其他地方也在力争），

甚至于在某块石头上歇过脚，也铺天盖地

去考证一番，这样的事例在全国范围举不

胜举。

名人除了历史本身留存的遗迹、遗物

之外，他们身上还有许多炫耀的光环和趣

闻逸事，铺陈演绎，引人遐想。不可否认，

名人是文化的觉醒者，是文化的传播者，是

文化的创造者，是文化的引领者，他们自带

文化的磁场，成为地方文化的坐标，吸引着

一大批追随者仰望那定盘的星。说白了，

人们是冲着你的文化坐标去的。有了文化

坐标，排场自然就大了，最终叠加为一种集

体意识，大众从众，历来如此。

四

谈论文化切忌急功近利，也切忌两种

情绪：一种是妄自菲薄；一种是妄自尊大。

原先的山里人说话没有底气，脚下总是迟

疑迈不开步子，现在新安文化的中心似乎

在发生转移，于是甩开臂膀，步伐大开。这

并非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应该用事实说

话，经得起推敲，经得起验证。

有人提出用大项目带动文化。我不敢

苟同，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大项

目确实可以带动文化设施、文化活动，那只

是文化的表象，不能改变文化内核。文化

是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一种存在。文化

能改变人气质，塑造人形象，影响人面貌。

真正的文化人能处变不惊，能平和待人，能

从容安适，能气定神闲，能顺势而为。这些

绝不是三五年功夫就能带动得了的。

挖掘淳安文化目的是为当今社会服

务，县文广旅体局局长方必盛在主持座谈

会时提出三个问题：“淳安文化有什么？需

要挖掘什么？文旅融合怎么融？”我觉得很

有意思。首先，我们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有

恭圣仁烈杨皇后、三元宰相商辂这样的一

二线历史明星，有心学的嫡传正脉、理学家

钱时，有“浙中三毛，文中三豪”的毛际可，

有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皇帝陈硕真，有北

宋农民起义领袖方腊等等。

不必讳言忌谈农民起义，这恰恰是淳

安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正是有了这

种不畏权势的抗争精神，才能理解商辂《罢

革西厂疏》的意义所在；才能理解徐廷绶敢

于在锦衣卫大狱救助钦犯海瑞的行为；才

能理解何梦桂、方一夔在高压之下，不事元

朝的高洁之举。故此，充分挖掘他们在各

个历史时期的影响和作用，疏通地方文脉，

彰显人文精神，无论是对淳安文化，对淳安

旅游业，还是对淳安经济发展，我想都尤为

重要。

杨桂枝、商辂、陈硕真、方腊，围绕这些

历史人物的历史事件，毫不夸张地说，某种

程度上改变历史发展的进程，对家族的传承

和对后世亦有深远影响。何不考虑将其拍

成电视剧，扩大影响力，使妇孺皆知，成为街

头巷尾的话题，让历史名人走进当代生活，

文化的基元通过群体的发酵，排场自是不

同，如此局面我想也是政府愿意看到的。

关于文旅融合，说白就四个字“知行合

一”。“知”就是读万卷书，“行”就是走万里

路。饱读诗书后，走出去看看名山大川、世

间万象，与腹中诗书加以印证。于是，就有

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放飞视野，荡涤胸

襟，借用当下流行语叫“诗与远方”。

诗是此岸的梦想，远方是彼岸的实境，

两者产生共情，便有了诗情画意。联想到

千岛湖文创产品，我想除了地方特色和实

用功能之外，还应留点虚白和诗意。

是的，虚白该用文化去填补。

●说古

古韵赤川口（一）

□章建胜

从“淳安文化”座谈会想到的
□鲍艺敏

●探究

青砖黛瓦，迂回曲折，深酿几许风情；

雕栏玉砌，白灰勾缝，静藏几多神秘；

历经沧桑，沉淀岁月，远蕴几载古韵。

这里，便是藏匿于汾口龙耳山麓静谧

一隅——赤川口村。

迎着初夏的风，信步而行，千年的青石

已踩成时光的足印，百年的黛瓦已描作岁

月的诗行。

村巷、旧街、老宅、古桥、古井，犹如一

幅幅历经岁月侵蚀的古老画卷，虽几多泛

黄，却并未弥漫清冷孤寂，依旧镶嵌在时光

的长廊里，展现着点点滴滴古村落的风骨

韵味，传承着丝丝缕缕历史的人文积淀，耐

人寻味。

余氏家厅

余氏家厅，堂名为“象贤堂”，俗称祠

堂。“象贤堂”坐东朝西，明代建筑，由门厅、

正厅和天井组成。整座建筑规模宏伟，保

留着众多匾额。占地面积385.80平方米，

面宽15.5米，纵深24.65米。四合院式砖木

结构，明间抬梁式结构，次间和稍间均为穿

斗式结构。门牌为阁楼式，牛腿和雀替雕

工精美，阁楼上雕有各种人物和飞禽走兽，

造型各异，雕琢精巧，栩栩如生。

在家厅门额上方，悬挂着一块双龙望

珠的“恩荣”匾额，说明余氏家厅的建造，是

由皇上恩准，地方筹资兴建的高规格建

筑。“象贤堂”，据《遂安萝蔓余氏族谱》记

载，始建于明代嘉靖戊申年八月（公元

1548年），落成于嘉靖壬子年三月（公元

1552年）。《象贤堂记》曰：四宽公居松林季

子文广于弘治（1488）戊申始迁于石川里象

山之下居地（即今赤川口）。文广公生鏡、

鈱、鋮、鐩四子。镜生仕清、仕洪。仕洪，乙

末正贡，娶江村江氏（今枫树岭镇上江村），

生四子：乾元、乾亨、乾利、乾贞。继后，余

仕洪于嘉靖戊申年（公元1548年）八月始

建象贤堂，于壬子年（公元1552年）三月落

成。初为仕洪一房子孙讲礼之地。后为赤

川口余氏祭祖敬宗之“余氏宗祠”。

“象贤堂”，整个组群由“科甲传芳”坊、

门厅、“象贤堂”组成。“科甲传芳”坊，三开

间重檐歇山顶屋面，通面阔11.80米，脊高

9.8米，上由牛腿斗拱承挑出檐。明间下额

枋上镂空雕“双狮戏绣球”，次间下额枋雕，

飞禽走兽，技艺精湛。原厅内有明代永乐

至清乾隆年间匾额数块，现存有“祖孙进

士”、“兄弟登科”、“四世柏台”、“进士”等九

块匾额。在正厅的上方两侧，挂有两块“进

士”匾额，南面一块是余思宽，明永乐十三

年乙末（1415年）进士；北面一块是余乾贞

的匾额。余乾贞，字秉智，号四山，明隆庆

戊辰（公元1568年）进士。另外，在余氏家

厅的门厅上有三块耀眼的匾额，一块是“祖

孙进士”，一块是“兄弟登科”，一块是“四世

柏台”。“四世柏台”，由明朝万历三十五年

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朱赓为余惟宾、余

思宽、余乾贞立。柏台在明代的时候是“御

史”的称呼，在这里的“四世柏台”的意思，

就是本村出了两位监察御史，一位是余思

宽，另一位是余乾贞；然后皇帝又恩赐两位

御史的父亲为御史。这样，就有了“四世柏

台”之匾。家厅门牌右侧上方挂着“祖孙进

士”，指的是余思宽和余乾贞（余四山），余

思宽是祖，余乾贞是孙。家厅门牌左侧上

方挂着“兄弟登科”，指的是余乾元、余乾

亨、余乾贞三兄弟中举即登科之意。“科甲

传芳”指象山余氏家族历史上先后出过多

名进士、举人，悠悠文风，生生不息，也寓意

着只有熟读经书，博学多才，考取功名，才

能流芳千古。

余氏宗祠，不仅建筑宏伟、美轮美奂，

九块匾额更具历史价值，彰显了余氏辉煌

的人文历史和荣耀的功名勋业。


